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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府往来文书的装叙结构分析
———以 《葆亨咨文》为例

沈　蕾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结合学界关于古代公文装叙结构的研究成果，以光绪元年福建布政使葆亨的一篇咨文为例，对清代官

府往来文书的装叙结构进行详细解析，研究认为，这种传统的公文风格是当时条件下为解决在层层转达的过程

中信息遗漏或失真等问题形成的，也在客观上为今人在历史档案缺失不全的情况下，通过一件档案还原全案的

基本情况、了解其行政过程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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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装叙结构又称装嵌结构或套叠结构，是中国历史
上的传统公文形式，在云梦秦简 《封诊式》中即已出
现，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其典型形式是 Ａ衙门
撰写公文时，先引叙 （原文抄录）Ｂ衙门来文作为发
文依据，再引申出本官办理意见等，因此Ｂ文被包嵌
在Ａ文中。而如果Ｂ衙门的公文又是以Ｃ衙门的来
文为发文依据，则Ｂ文中肯定也包嵌着Ｃ文。如此，

一件公文中往往会包嵌多个公文。

装叙结构公文虽然历史悠长，但写作方法并不见
诸国家律典，一些民间书坊刊刻的法律注释书和官箴
书也只是为学习者提供公文范文，不做写作结构分析
或介绍，幕友书吏的代代私相传授成为主要传播方
式。直至民国时期书吏被公务员取代，装叙结构才被
作为重要公文知识进行普及和研究。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徐望之的研究奠定了此后装叙结
构公文的研究基础，他提出的公文三段式和引叙、自
叙之说为很多后续研究所采用，流传最广。他认为公

文大多以依据、引申和归结三段结构而成，即先叙述
发文依据，然后据以推导、引申出合理的处理方法，

最后再加以归结，提出行文目的或要求。发文依据可
以是前案、先例、理论、事实，也可以是来文，叙述
发文依据的方式之一为 “引叙”，即照录来文 （徐望
之称为 “述而不作，绝不参加己见”，后殷钟麒进一
步解释为 “可节不可改”，“可以删节，不可以增改字
句”［１］），装叙结构公文即由引叙形成。如果一件公文
是主动发文，或被动行文时引用某一个来文，则装叙
结构比较简单，但如果一个案件引起一系列连锁行
文，其中的每一个行文都要叙明收到的来文，就会形
成层层套引，导致装叙结构公文变得繁复。徐望之归
纳出的８类１３种三段式结构图示，非常直观地体现
出装叙结构公文的形式，其中有些即显示出十分复杂
的结构 （见图１［２］）。

但由于民国时期公文依然使用的装叙结构为时人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当时的公文研究书籍基本以
归纳阐述公文结构和公文用语为主要方式，对装叙方
式不做具体解说。

１９４９年以后，装叙结构式公文写作方法被彻底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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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徐望之 《公牍通论》中的 “公文实质结构图”

之图五、图六

除，相关知识传播中断，但其后又由于历史档案整理
加工和史料研究的需要，促发了对装叙结构的研究和
知识传播。１９６２年殷钟麒著成 《清代文书工作述
要》，运用徐望之的三段式结构说，分别对清代题本、
奏折和和官署文书的结构进行了分析；１９８３年中国
人民大学档案系张我德、杨若荷等开设 “清代文书”
课程，以自编的油印本 《清代文书》为教材，开创性
地结合清代公文实例系统讲授分析 “装叙结构”，并
发表论文 《怎样阅读民国时期公文》和 《怎样阅读清
代文书》［３］；此后，雷荣广、姚乐野、刘文杰、王铭
等［４］也有清代和民国时期公文装叙结构的相关研究。

１９９６年，《清代文书》铅印本出版，并于２００３年扩展
为 《历史文书》［５］，书中结合公文用语对公文的装叙

结构进行了简单分析。
近年来，随着历史档案的大规模数字化整理，考

古中公文型史料的屡屡发现，以及古文书学研究的兴
起，引起档案、历史、古文献学等多领域对公文装叙
结构的关注和研究，侯吉永、韩雪松、申斌、冒志
祥、邵天松、胡明波等［６］都发表了相关论文，且研究
范围从清代、民国时期向前延伸至明代、元代和宋
代。另外，日本学者对此也有涉猎，田中谦二、萩原
守、植松正、岩井茂树、船田善之等人［７］利用 《元典
章》和黑水城文书，对蒙元时期公文的装叙结构进行
了专门研究。

但是由于古代装叙结构公文的写作方式没有历史
记载，且自民国以来的装叙结构研究少有结合文例的
专门分析研究，部分高校档案学专业开设的 “清代文
书”或 “历史文书”课程中虽然涉此内容，却一直未
形成科研成果进行传播和充分交流，装叙结构公文的
解读成为相关领域普遍的难题。为此，本文以一篇光
绪元年福建布政使葆亨致琉球国中山王尚泰的咨文［８］

为例，对清代公文的装叙结构和引叙层次进行具体分
析，希望引起同仁的更多探讨。

２　 《葆亨咨文》结构分析

徐望之所言公文三段式的依据、引申、归结，是
指公文正文的三个部分，而清代官府往来文书中，公
文全文实际包含的远不仅限于此， 《葆亨咨文》即包
含九个部分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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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葆亨咨文》全文结构

２．１　前衔

清代沿袭明代的做法，公文起首第一行须开写发
文人的职衔 （一般是官员全部职衔，称为全衔）及姓

名，如果是上行文，在职衔下写主管官全名；如果是
下行文或平行文，则在官衔下只写姓不具名，以显示

身份尊贵。光绪元年时，葆亨任署理福建布政使，同
时兼任福建按察使，与琉球国王行文时使用平行文，

所以官衔下只写姓。

２．２　事由

事由是大多数公文必须具备的项目，用以说明发
文目的，多为 “为……事”结构，如 “为恭报大兵凯
旋出境日期事” “为密报贼情事”等，也有只略写发
文性质者，如本文的 “为知照事”，以及 “为札行事”

“为呈请事”“为令知事”“为移会事”等。

２．３　依据

即徐望之所言三段论中的发文依据。本文的发文
依据是光绪元年三月初二日奉到闽浙总督李鹤年发下
的札文，以 “光绪元年三月初贰日奉总督部堂李　札

行”开始引叙 （“札行”中的 “行”为发下行文之
意），札文原文自 “光绪元年贰月贰拾陆日准兵部火

票递到礼部咨”开始，至 “计粘单并宝诏一道”

结束。

２．４　引申
“所谓引申者，以依据为前提，说明种种理由，

从而推论本案应如何处理，惟依据性质，是述而不
作，引申之文，出于自己的意见。必须吐辞扼要，层
次井然。”［９］ 《葆亨咨文》的发文依据是接到闽浙总督
李鹤年的札文，要求他 “立即转行颁发该国王祇领”，

从而引申出葆亨的办理方法———发咨文知会琉球国王
（奉此，合就移知）。

２．５　归结
“所谓归结者，即本引申段述说的种种理由，以

定所以如此请求、咨商、令饬，而达行文目的。”［１０］

《葆亨咨文》即因为引申的办理方法是 “移知 （发咨
文知会）”，所以发文目的是 “备咨贵国王，请烦钦遵

祗领施行”。

在装叙结构公文中，依据部分虽然占篇幅最多，

却只是交代行文过程和发文背景，公文主旨实际是在
其后的引申和归结部分，所以在为历史档案拟制标题

时，往往还需要从 “引申”和 “归结”部分概括出
“事由”，而公文起首的 “事由”实际只能起辅助

作用。

２．６　结束语

清代很多官文书沿袭元明旧例，用 “须至……

者”结束正文，同时还有指明所用公文种类的作用，

如 “须至咨者”，即所用为咨文； “须至牌者”，所用
即为牌文；“须至申者”，所用即为申文。

２．７　附件说明

说明本公文带有的附件。葆亨向琉球国王发咨
文，以一份宝诏 （盖有 “皇帝之宝”印玺的诏书）为

附件。

２．８　收文人

清代官文书一般将公文的收文人 （受文人）列于
文末日期之前。在 “右咨” “右牌” “右札” “右关”

“右移”等后一行，列写收文人官衔及姓名，意为将
前文 （因为清代公文是竖行自右向左写，所以 “右”

为前），咨 （牌、札、关、移等）给某衙门某官，如

果收文人为下级官员，即开写全名，如果是上级或平

级官员，则只写姓不具名。

２．９　日期

即本公文的成文日期，位于文末最后一行，并齐

年压月盖发文衙门印章。

３　 《葆亨咨文》套引层次分析

这件咨文在装叙发文依据时，一共形成三层套
引：咨文中套引了闽浙总督李鹤年的札文，李鹤年的

札文中套引了礼部的咨文，而礼部咨文又是以礼部仪

制司的呈堂稿为主要内容成文。（见图３［１１］）

３．１　《葆亨咨文》中套引闽浙总督李鹤年的札文

　　李鹤年札文的三段式结构清晰可见 （见图４）：

首先引叙接到礼部的咨文 （由兵部火票的方式递到）

作为发文依据；其次用 “准此”引申出处理意见———

行司 （给福建布政使司发札文），最后归结发文目
的——— “即便遵照将应颁琉球国宝诏一道该司立即转

行颁发该国王祇领，仍将接到及转颁各日期叙详请

咨，均毋违延，速速。”最后说明札文带有两个附件：

一为粘单 （抄录的礼部奏请颁发琉球等国并各省督抚

宝诏、颁发将军提镇等誊黄的奏折），一为宝诏 （准

备颁发给琉球国王的诏书）。

３．２　闽浙总督李鹤年的札文套引礼部咨文

闽浙总督李鹤年的札文中引叙了礼部的部分咨文

作为发文依据，但引叙时，礼部咨文的前衔、事由、

引申和归结等均被略去，只保留了发文依据 （仪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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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堂稿）和附件说明 （见图５）。然后以 “等因到本

部堂”作为引叙结束。 “本部堂”是李鹤年的自称，

清代中叶以后总督一般都带兵部尚书衔，而六部尚书

习惯被称为 “堂官”，所以往往以 “部堂”称谓总督，

“到本部堂”指礼部咨文被送至本官 （闽浙总督）处。

图３　 《葆亨咨文》三层套引示意图

图４　闽浙总督李鹤年札文结构图

３．３　礼部咨文中套引礼部仪制司的呈堂稿

呈堂稿为六部衙门内各司拟制的文稿。各部公文

均由相应的司承办拟稿，然后呈送堂官审核批准，这

种文稿称为呈堂稿。呈堂稿被审核批准以后加上首尾

就成为以本部名义向外发出的公文文稿，如题本、咨

文等。以本部名义向外发出的公文文稿引述呈堂稿

时，以 “某司案呈”开始引述，以 “可也”结束。

仪制司呈堂稿的装叙结构 （见图６）为：首先叙

述发文背景，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绪登极颁诏天下

后，本部 （礼部）于正月二十二日奏请给琉球等国和

各省督抚颁发宝诏，并给各将军提镇等颁发誊黄，奉

到朱批 “知道了”；进而引申出处理意见———将礼部

所上奏折及奉到朱批抄为粘单，知照闽浙总督将诏书

转颁给琉球国王；最后归结发文要求———将琉球国王

奉到宝诏的日期报礼部备案，宝诏留存在琉球国不必

收回 （清代规定，盖有皇帝之宝印玺的诏书要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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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礼部咨文结构图

图６　仪制司呈堂稿结构图

４　结语

装叙结构公文的主要特点是需要说明发文背景或

依据，尤其以收到来文为依据时，要在本文伊始引叙

收到的来文，以使受文者了解发文依据和缘由，由此

形成将来文装入本文的公文结构。而如果收到的来文

也是装叙结构，就会造成 “套引”的情况，一桩公务

行文路径越长，套引层次就会越多，有的公文甚至可

以有十几层套引。

民国时期教育部长蒋梦麟认为，形成这种结构的

原因之一是 “办稿者因为贪懒的缘故，不愿就来文中

摘叙简要的事由，而只用 ‘云云照叙’的方法，把来

文全引在去文稿中”［１２］，张我德认为， “这种方法有

它的好处，单独一份文件就可以把所要讲的问题，从

开始提出到各个处理环节，原原本本反映出来，节省

了受文者查阅旧案的手续，也就节省了处理问题的时

间”［１３］ （注：此处 “旧案”应该是指本案中先前形成

的被套引的公文）。

本文认为，如果仅是出于办稿者贪懒，其结构不

会被延续传承两千多年；而张我德所说方便查阅旧案

也不是它被延续使用的理由，因为当时多个衙门间的

往复公文分散保存在各衙门，中间环节的某个衙门并

不可能去到前个发文衙门查阅文中提到的公文，公文

的装叙结构恰恰是为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装叙结构从秦汉时期被绵延使用至民

国，成为中国公文传统风格，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官

僚机构一级管一级的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造成了逐级

行文的普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下达地方基层

的任务，需要级级转文下达，在无法查案的情况下，

如果不做说明，基层衙门无从知晓其发端；地方衙门

上达朝廷的公务，如果没有中间衙门的装叙结构公

文，朝廷既不能详知其来由，也无法得知中间衙门

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装叙结构公文中的原文引叙，

是当时条件下解决在层层转达的过程中信息遗漏或

失真问题的有效方式，可以防止隐漏、偷换、欺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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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

装叙结构公文看似复杂，却能够使收文者详细了

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对于收文人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信息。一方面，可以据以判别收到的来文是否有充

足的理据，另一方面，可以正确理解来文意图并采取

得当行动。以 《葆亨咨文》为例，礼部为了证明向琉

球国王转颁诏书这件事是已经奏请皇帝同意的，专门

将本部 “奏请颁发琉球等国并各省督抚宝诏、颁发将

军提镇等誊黄”的奏折抄单，作为给闽浙总督咨文的

附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一系列装叙作为背景交代，

福建布政使葆亨才能理解闽浙总督命其向琉球国王颁

送光绪皇帝继位诏书的因由，并知道 “仍将奉到日期

知照本部备案，所有用宝诏书存留本国，毋庸缴回”

是出自礼部的要求，必须照办。

这种公文结构还于无形中为今人提供了极大便

利，即在历史档案缺失不全的情况下，研究者仅凭一

件公文即可还原全案的基本情况、了解其行政过程。

例如，《葆亨咨文》引用文例的套引层次，帮助倒推、

还原出了光绪皇帝即位诏书从礼部发出至送达琉球国

的全过程：

首先，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登极，正

月二十二日礼部上奏折，奏请 “颁发琉球等国并各省

督抚宝诏、颁发将军提镇等誊黄”，得到皇帝朱批允

诺 （“知道了”）。

其次，礼部将给琉球国王尚泰的 “宝诏”递交闽

浙总督，请其 “转颁”： （１）仪制司承办本部发给闽

浙总督的咨文，拟写文稿 （呈堂稿）； （２）呈堂稿得

到礼部尚书批准后，转化为以礼部名义发给闽浙总督

的咨文；（３）制备咨文附件：宝诏、礼部所上奏折的

抄单；（４）礼部将咨文及附件交送兵部，由其递送给

远在福建的闽浙总督李鹤年

再次，二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鹤年收到礼部咨

文，给福建按察使司葆亨发札文，命其将 “宝诏”颁

发给琉球国王。

最后，三月初二日福建按察使葆亨收到闽浙总督

咨文，于三月初十日给琉球国中山王尚泰发咨文，并

附送 “宝诏”。

民国中期以后对引叙方式的简化，以及后来装叙

结构公文的彻底废除，固然使一般人阅看公文时不再

感到繁复难懂，但装叙结构公文固有的诸种作用也随

之消失。

需要说明的是，装叙公文的三段式结构，是徐望

之、殷钟麒等人从清代及民国公文中归纳出的一种典

型公文结构，不是前人撰拟公文的依据，就现有材料

所见，当时公文并不全部是依据、引申和归结三段齐

备，而且清代题本、奏本、奏折等上奏文书的装叙结

构与官府往来文书的装叙结构也存在一些差异，所

以，本文所做结构分析不适用于清代的所有公文。

另外，清代装叙结构公文中须以相应公文用语对

公文的依据、引申和归结等各部分进行起承转合，但

公文用语种类繁多，不能为 《葆亨咨文》一文所能穷

尽，而且自民国以来关于各类用语的名目及标点方式

也存在多种意见，碍于篇幅所限，这些将在另文中做

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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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荣 《云环境下我国综合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研究》出版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新荣博士 《云环境下我国综合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研究》一书２０１９年２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分８章，２１．６万字。该书是作者对我国综合性档案馆在建设

数字档案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分析了我国综合数字档案馆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索解决数字档案馆建设困境的对策，提出了技术和管理相融合的思路，解

决数字档案馆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分析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云模式，可分为宏观布局和微观结构两个

层面，进一步提出了推进云模式数字档案馆建设的ＩＴ治理机制，并通过实例对云模式数字档案馆建设

进行进一步验证。理论与实践并重，对推动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辽宁大学中国

档案文化研究中心 赵彦昌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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